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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生力军。作为本地区的一个文化载体，地方高校在承担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等职能的同时，也受到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但现实中的大学城，使地方高校原来潜在的大学文化出现荒漠；社会上的功利性，使地方高校的建设与发展出现浮躁；世俗的官本位，成了地方高校学术的腐蚀剂。坚持“以文化人”、重塑大学文化，坚定“服务理念”、摆脱功利化，坚守“学术文化”、远离官本位，是我国地方高校走出文化危机、早日形成特色、实现科学发展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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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ultural Crisis and Developing Path to the Regional Universitie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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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ional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force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in China. As the local cultural carrier, regional universities undertake the function of personnel trai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social services,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t the meantime, regional universities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local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the reality of university town made the cultural desert in the potential university culture of the regional universities. Utility of the society resulted in the blundering in the course of regional university’s constructing and developing. The bureaucrat became the corrosive product of regional university’s academic. Insisting on cultivating student with culture, reshaping university culture, sticking to service concept, getting rid of utilitarianism, holding fast to academic cultural, abandoning the bureaucrat, all these above are the power source for the regional universities in China to step out culture crisis, to form its unique character and realize the scientific devel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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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多数地方高校，相对于部 ( 委 ) 直属高校来说，办学历史一般都不长，办学层次也不够高，科研实力还相对较弱。虽说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以及文化传承是地方高校与部（委）直属高校的共同职能，但由于地方高校与部（委）直属高校办学水平上的差异，加之不同区域的地方高校甚或同一区域的不同高校又有不同的类型和层次，因而不同地方高校对大学四项职能的实现也各有侧重。作为本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地方高校一方面要受到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其文化氛围和思想又在不自觉地对本地民众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影响区域文化的发展；在认识和吸收地方文化的同时，经过内化将其转变为新的文化形式，并通过教育活动进行传播，从而直接为地方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服务。这也是我国地方高校的共同责任。然而，随着高等学校从社会边缘进入社会中心，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入学率的攀升、办学规模的扩张和大学城的崛起，人们也对教育质量问题、素质教育问题、毕业生就业问题表示深深的忧虑，其中相当多的问题可归结为文化问题。文化问题已成为我国地方高校发展的新的危机。  
一、我国地方高校的文化危机

大学文化是一种在大学社区中生活的每个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和这些价值观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反映，它涵盖了学校的风格、观念、传统和价值标准,集中反映学校的学风和整体面貌。大学是自由的王国，寻求自由、实现自治是大学的根本宗旨，大学学者们不懈追求的便是学术自由。大学是学术的殿堂，大学最重要的职能是教学，大学学者的自身价值在教学和科研中得以升华，成为最受社会羡慕的少数职业之一。大学又是个人的领地，在这里，个人独立性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个人首创性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但现实中的我国地方高校与理想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有些文化现象不得不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1、大学城：远离文化圈的荒漠化危机
大学城在国外早已有之，如美国的哈佛、英国的剑桥都是名符其实的大学城，都是因大学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城市因大学而名，大学成为城市的徽章，逐步形成著名的大学城；大学与城市在文化上的共生共荣，成为大学城的显著特点。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也纷纷建起了大学城。其最初原因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学校的办学规模在扩大，老校址无法延伸扩张，只能异地新建校园，形成一校多园。这种一校多园现象，资源难以共享、重复建设严重、办学成本增加；更重要的是多校区办学，教师讲完课便匆匆离开，师生关系的疏远，大学本真的丧失，中断了校园文化的传承。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的政府决策者，又打出了城市建设中土地开发的商业牌，看到了大学校园建设的商机，开始规划大学城，开发成千上万亩土地，把新校园集中到一起，于是大学城像雨后春笋般兴起。时间不长，大学城的诸多弊端也开始显现出来。首先，大学作为知识的孵化器，与社会经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辐射。一个远离都市文化圈的大学城，一个被城市边缘化的大学城，她对社会经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辐射的作用无疑被弱化了。而大学文化、大学风格、大学精神与大学长期以来的固有校园自然环境、校园传统建筑风格、校园人文环境是息息相关的，莘莘学子正是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成才的。大学城虽多美丽壮观，但截断其久已形成的大学文化、大学风格、大学精神，由此产生的大学文化的流失则很难再生。在这样的大学校园中学习，除了学习专业知识，潜在的大学文化、大学风格、大学精神传承却被文化圈的荒漠取代了。其次，公办高校的建设本应由政府投资，而大学城的建设，通常是政府圈地、学校买单，几乎所有学校都是贷款建设，从此大学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于是大学校长们把本来用于发展教育事业的经费，不得不用于偿还贷款利息。学生的缴费也部分用在了本应由政府投资的基建项目中，这对缴费上学的学生及其家庭是不公平的，对学校也是不公平的。第三，据教育部《2011高招调查报告》显示，全国高考生源2008年到达历史最高人数1050万后，最近两年累计下降了200万，并呈现加速下降趋势。最近3年全国高考平均录取比例从2008年的57%增长到2010年的69.5%，2011年超过70%是必然结果，从而将导致部分高校出现生源不足的严峻局面，使办学资源造成严重浪费。“这一严峻局面势必对只会盖楼的大学形成压力，促使它改换套路，提高自己的办学质量。”[1]
2、功利化：地方高校的浮躁性倾向 
浮躁在今天已不是少数人的性格特征，而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从政府的短期行为、政绩工程到学者的剽窃行为、垃圾文字；从GDP至上到地方保护主义；从掠夺性的资源挥霍、环境破坏到各类考试的作弊现象，无不显示社会的浮躁。说到底，浮躁是功利化使然。我国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以来，在功利化驱使下，社会浮躁也侵入了地方高校的校园。一是地方高校向政府邀宠、向企业献媚已不是个别现象，使高校失去了独立办学和学术自由的品格；高校向官员屈曲、向名人取悦，使其坚守学术、崇尚真理的品格大打折扣。甚至一些地方名牌高校也不惜降格以求，纷纷举办以官员和老板为对象的博士、硕士班，向影视明星、体育明星开绿灯，降低了大学招收博士、硕士、本科生的标准，违背了教育公平原则；大学拜倒在官场、商场和名利场的麾下，影响了大学应有的尊严。二是什么专业热门就办什么专业，这种由利益驱动而不是由人才驱动、素质驱动的办学热情，很容易走上功利化办学的歧途。有一个现象，如今高校哲学专业招生萎缩，而经济类专业日益红火，是我们不再需要哲学的思维来锻造民族灵魂，还是我们只需要GDP 而顾及不了灵魂的锻造。一两个人或一小部分人没有哲学思维仅仅是文化层次和素质的低下，整个民族没有哲学的思维，那就是社会的全面倒退、民族脊梁的丧失。这种由经济驱动的大学功利化现象，正在日益消蚀大学的崇高。另据报道:一辆豪华白色加长林肯和七八辆黑色奥迪组成的车队，在鞭炮声中驶入北京某大学，一对新人在该校食堂举办婚礼，此举引发学生不满。学生的不满，不在于学生就餐是否方便，而在于这种奢华婚礼大摇大摆侵入校园，在于公益之地对其格格不入的商业活动媚态相迎，将大学办成了“学店”。三是少数知识分子做学问的功利化。古人讲究板凳要坐十年冷，讲的是做学问不能急功近利，要下真功夫、花大气力、做真学问。然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大学的学问，被功利化腐蚀较为严重，每年各级机构立项的科研项目，严重地表现出三多三少：基础性研究少、应用性研究多，而应用性研究中大多没有应用价值；原创性研究少、重复性研究多，而重复性研究中大多没有再创价值；研究成果多，成果转化少，而不少研究成果中缺乏社会价值或经济价值。职称论文大多也成为没有学术价值的文字垃圾。我国有2000多所高校，数千份公开和内部大学学术刊物，发表数十万篇论文，至少有一半是职称论文，这些论文要么重复着早已说过上百次的话、毫无新意；要么到处下载、拼凑成文、毫无学术；要么花钱雇抢手、拿钱买版面、毫无学问。如果翻开不同刊物同一题材的论文，很容易发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官本位：地方高校学术的腐蚀剂    
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主席刘少奇就对掏粪工人时传祥说过，国家主席与掏粪工人都是为人民服务，只是岗位不同。少奇同志的话，体现了典型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人与人的平等关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去官本位化的高风亮节至今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然而今天，官本位渗透到许多领域，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一是公办高校都有行政级别之分，学校的命运基本掌握在各级行政主管部门手中。高校领导基本上都由上级任命，办学资源日益集中在各级行政主管和行政官员手中，成为各级官员包括高校内部各级干部手中瓜分的蛋糕。招生指标由上级下达，办学经费由上级拨付，学校评价由上级组建专家组考察，科研项目、专业设置、学科建设、校园建设都由上级批准，总之，各级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权力渗透到高校的每个角落。特别是一些地方高校，几乎变成了地方解决干部级别的去处或者是政府机关干部解决自己行政级别的挑板。政府官员到高校兼职，引进了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机制，又有力地推动了地方高校的官本位化。二是高校内部等级制日行其道，行政权力结构紧密，监督机制虚位。一方面，高校办学资源被各级行政权力控制，基本没有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高校又是一个相对的独立王国，高校领导作为学校最高权力层，缺乏监督。上级主管部门难以进入深层监督；同级纪律检查部门往往都由校领导兼职，部门自身无权监督；普通教师干部少有话语权，无从监督。高校的一个关键岗位，其处长的权力有时也能一手遮天，他把握着学校的教学资源，因此不少博士、教授不惜竞争一个科长职务便不足为奇。三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严重失衡，学术问题在一些高校已经蜕化为一种权力寻租。官员、老板读博士是不少高校滚滚不尽的经济收益，也是我国地方高校奇特的风景，于是便有真正十年寒窗的学子面对官员博士愤而退学的报道。

官本位在本质上是封建主义专制和等级制的产物，它代表的是长官意志、维护的是长官利益、体现的是长官权力结构，它与社会主义民主平等格格不入。在政治上，它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可怕的敌人；在经济上，它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危险的拦路虎；在文化上，是消解大学学术自由、学术平等，破坏高等教育游戏规则最令人憎恨的腐蚀剂。今天，许多人在思考“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国大学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其实，钱学森心中早就有了答案，否则为什么他总是不愿意比其他科技人员更特殊，为什么他总是不愿意享受官员特殊待遇，为什么他一生总是试图从自己身上去官本位化？我国大学的官本位现象，是我们难以培养出大师级人才的首要原因。
二、我国地方高校的文化发展路径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指导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我们重新认识大学功能的理论指南。将文化的传承创新明确为大学的第四大职能，是总书记对大学和高等教育规律的新的重新认识，对全面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和地方高校的文化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文化的传承创新既是大学担当的天然使命，也是社会进步的直接要求。大学要注重坚守使命，守护大学的精神，自觉抵制浮躁、诱惑，避免急功近利，要追求真理，崇尚科学，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和人类高尚精神的追求。针对现实中的大学城，使地方高校原来潜在的大学文化出现荒漠化；社会上的功利性，使地方高校的建设与发展出现浮躁；世俗的官本位，成了地方高校学术的腐蚀剂等种种现象，坚持“以文化人”、重塑大学文化，坚定“服务理念”、摆脱功利化，坚守“学术文化”、远离官本位，则是我国地方高校走出文化危机、早日形成特色、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1、坚持“以文化人”、重塑大学文化
对高等教育人文理念的呼唤,是当下各类高校的共同愿望。面对20世纪科学主义思潮的泛滥,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大学应更多地坚持人文主义教育的理念。即：以人为中心的教育观，培养人的智慧，发扬人的个性，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超越的人性观，认为人性是美好的，是完整而丰满的；非强制性的方法观，教育不是强制性地灌输，而是引导学生去发现知识等。[2]地方政府为发展地方高等教育而兴建大学城，使大学远离原已积淀多年的大学文化。坚持“以文化人”，就是要通过校园文化发展，变校园“文化荒漠”为“文化绿洲”，在大学文化发展过程中高度关注和树立人文理念，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美国思想家艾伦·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中提出，大学教育的最高目的是追求完善的人性和永恒的真理。大学的功能除了向社会输送人才，进行知识创新并促进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还需要向社会传播精神价值，这种精神价值主要是人文精神。我们培养的学生不仅是技术专家和会谋生的“应用型”人才，而且还应有着强烈的人文和社会关怀，而不是沉醉于自己个人的小世界里。通过教育，应使他们成为有高尚人格和优雅气质并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社会、尊重他人、明辨是非的具有浓厚人文精神的“全面的人”。[3]美国《科学》杂志曾于2008年7月刊载《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该报告显示，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来自我国清华、北大两校的本科生数量名列全球前两位。调查称，他们中的大多数表示将留在美国工作。“这表明来自我国高校出国深造的留学生，当他们在美国就业并成为业务尖子后，其多数人的文化选择和服务选择，首先是美国而非祖国。” 重物化目标而轻精神因素，是我国高校偏重工具理性倾向的重要表征。这是由于人文教育被职业教育所屏蔽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即偏重知识灌输与技能训练，忽视科学精神与科学思维养成、忽视心灵教化与人格培养。对此，地方高校要引起高度重视。

2、坚定“服务理念”，摆脱功利化倾向
在办学实践中，常常把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理解为大学对于社会所应承担的职责和效能，这种理解方式带有突出的“自我中心”倾向，总是按照大学自身惯常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逻辑来与地方沟通。相反，地方则习惯于按工业经济、农业产业、服务流通、教育文化的思考方式与大学对话，因此，在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存在话语差异。这个问题的背后实质是大学社会服务的理念需要转变。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查尔斯指出:“教学、科研和服务都是大学的主要职能，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所州立大学，它必须充分考虑每一项社会职能的实际价值，换句话说，它的教学、科研、服务都应考虑到州的实际需要，大学为社会，州立大学要为州的经济发展服务。”[4]实际上，查尔斯强调，大学的社会服务应当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当代美国出现的“相互作用”大学，使大学的社会服务从传统的“自我中心”模式转变为“他方中心”模式，更强化了需求导向的核心理念。我国地方高校确立需求导向为核心的社会服务理念，需要在实践上把握两个问题：一是推进城乡统筹，确立服务基点。地方高校大多分布在中等城市，且由地方投资、地方管理。而中等城市恰恰又是推进城乡统筹的主体和纽带。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是关系我国未来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部署。统筹城乡发展，教育是突破口，作为教育发展龙头的高等教育责无旁贷。新农村建设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客观上为地方高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使地方产生了接受高校服务社会的重大需求。以江苏为例，全省现有人口8000万，其中农村劳动力2660万，到2020年，江苏城市化率若以70%计，并考虑每年新成长的农村劳动人口，会有数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显然这要涉及到教育、就业、商业、交通、住房、食品、环保、安全等众多问题，这些问题无疑是江苏地方高校发展的重大机遇。所以，地方高校要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中找准服务基点，把握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变被动适应为主动融入，从学校实际着手，结合城乡统筹发展所带来的新需求来调整自身的服务面向，成为推进城乡统筹“发动机”；要摆脱模仿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模式，走出象牙塔，以对城乡统筹的贡献和成为同层次的精英而自豪。二是植根地方特色，打造服务亮点。我国幅员辽阔，每个地区的地理条件、人口状况、产业结构、生活习俗各不相同，富有地方特色的社会经济文化格局正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的天然沃土和特色之源。所以，地方高校所面对的“地方”、服务的对象各不相同,要巧打“地方牌”，打造社会服务的亮点，形成社会服务特色。   
3、坚守“学术文化”，远离官本位

自大学于中世纪产生以来，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大学自身的实践，到20世纪初随着“威斯康星理念”的出现，大学的三大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得以确立，也为世人所接受。然而，人们在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方面存在的诸多模糊和混乱思想，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过去，人们要么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都作为社会服务而泛泛而谈，要么将满足经济发展要求作为高校唯一的服务内涵，从理论和实践上均摇摆不定，且大多被视为学校发展的一种负担，学校高高在上，自我陶醉，“等客上门”而导致被动。对于地方高校的持续发展而言，这些理念已完全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此次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将“文化的传承创新”明确为大学的第四大职能之后，更是提醒我们对大学和高等教育的规律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坚守“学术文化”，坚持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就是需要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在本质上就是如何处理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历史地看，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已经从“被动应答”转向“主动适应”。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渊源于“威斯康星理念”的大学社会服务，呈现了一种全新的形态——“相互作用大学”，从而在根本上深化了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拓展了大学文化的内涵。“相互作用大学”的核心战略是使大学与其所在地区的企业界、公众以及政界领导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双向作用的伙伴关系,承担为社会发展提供战略性和前瞻性策略选择的重任。“相互作用大学”的形成标志着美国高等学校社会服务职能开始从传统的“自我中心”服务模式向“他方中心”模式转变。高校扮演的已不再是一个置身于社会之外的批评者角色，而是充当一个积极参与者的角色。[5]现在，应当主要从高校主动服务社会的层面来考察、分析和建构高校的社会服务理念。简言之，高校的社会服务，就是高校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以及协调相关资源的能力，直接为社会发展提供支持，同时为自身发展获取最大化资源的功能。[6]可以说，地方高校坚守“学术文化”、主动服务社会的理念，对于推动应用转型、促进开放办学、落实创业发展以及对高校远离官本位都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李培根院士曾指出：“反思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可以用边界问题来概括。学校的边界、专业的边界、课程的边界、课堂的边界、教师隶属的边界、学生个体之学习的边界等，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对高等教育的边界进行再设计”。[7]对于地方高校来说，要寻求适度的服务边界，谋求准确的服务重点，在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过程中，必须关注自身的底色与本色，尊重自身的历史传统基础，界定好自身服务的边界，在高等教育已经形成的生态群落中追求自己的办学特色，不贪大求全，实现服务社会和自身的发展。这就是坚持地方高校坚守自己“大学文化”的基本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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